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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教徒和穆斯林则永远在近东的战争深渊里挣扎，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在旁遮普互相给对方制造着恐

怖，在克什米尔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用他们手中的枪炮使彼此永远处于不安的状态，基督徒和穆斯林以

不同的作用把‘近东的瑞士’黎巴嫩变成了一个血肉模糊的陈尸房，还有原教旨主义的印度教徒们在

印度谋杀着基督徒和穆斯林，等等、等等。这一切都达到了精神失常的地步。”他鲜明地提出：“我们

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必须终止这些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曲解和滥用！”（第 5篇第 4章） 

《全球对话的时代》 “这本书的全部论点就是，对话是今天极其重要的思维方式，宗教和意识

形态领域的全部系统的反思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如果这个论题被最后同意，那么显然对话必

须在人类所有层次，特别是可能的最高层次进行。因为在这个层次上已经、并将继续出现许多突破，

这些突破进而又会极大地解放其他各层次的对话。”作者发现了宗教与意识形态在要解决的问题和作

用上的一致性，指出它们都是“关于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相应地应如何生活的解释”。宗教以超验者为

前提，而意识形态则不以超验者为前提。从这一认识出发，谈到政教分离时，作者显然认为国家也不

能与任何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作者对意识形态的界定也许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事实上，任何社会和

国家，都会有一种对于“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相应地应如何生活的解释”的主导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起

作用。当政教合一时，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是由与政权合一的宗教行使。而当政教分离时，国家的意识

形态就是一种世俗化或人文化的世界观和价值思想体系。比如现在美国和其他政教分离的西方国家，

也仍然有一种主导的“关于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相应地应如何生活的解释”在整个国家层面在起作用。

只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以人道为基础，是强调个人价值至上的，强调每个人的人权都要得到保

障，强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样一些内容为基本价值。 

由于对中华文化的深刻与博大了解不够，在他的著作中不可能深入地涉及这些内容。这就要求我

们把我们中华文化中真正深刻的、独特的精华发掘整理出来，以参与全球领域的宗教和意识形态间的

对话，进而对一个和谐的人类的形成做出我们的贡献。这是我们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作者刘利华，1957 年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是《全球对话的时代》的中译者。） 

 

 

唐代佛教寺院地理分布的缉补 
——兼评《唐代佛教地理研究》 

 

郑炳林  李强 

 

近读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映辉著《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一书，感受颇深。正像朱士光教授在

序里评价的那样“作为历史地理学中历史佛教地理学的专著出版，这尚是第一部。这无疑对推动历史

佛教地理学乃至整个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会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①
但是我们在阅读完这部书之后，感

觉到还有很多地方阐述不尽完美，研究还不到位，主要表现在研究中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不够和使用

文献有严重缺漏。我们根据敦煌文献的相关记载，提出一些看法。 

                                                        
①
 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年。朱士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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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计量分析研究唐代寺院的地理分布主要体现在第三章“唐代寺院的地理分布”，作者表述唐

前期文献中仅见载寺院八百多，不足于开元年间全国寺院总数的六分之一。
①
同时从表列各州寺院数

字看，与实际情况差距甚大。如表列中陇右道诸州没有沙州，我们从敦煌文献及李正宇先生的研究

看，晚唐敦煌地区有寺院 17 个，其中尼庵 5 个，僧寺 12 个。这些研究成果早在 1988 年就已经在

《敦煌学辑刊》上发表。
②
另外寺院统计中也没有使用敦煌文献。 1989 年郑炳林先生以《论〈诸山圣

迹志〉的成书年代》加以介绍，
③
并在他后来的《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中录文发表，《英藏敦煌文

献（佛经以外部分）》有很清楚的图版，
④
近年郝春文先生《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三卷有比

较准确的录文。
⑤
敦煌写本 S.529 号，王重民定名为《诸山圣迹志》，

⑥
而向达定名为《失名行记》。

⑦

郝春文先生沿用向达定名。而黄永武《敦煌宝藏》、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都定名为《诸

山圣迹志》。
⑧
如果我们将《诸山圣迹志》的记载部分州府及名山寺院和僧尼数量与李映辉先生统计结

果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唐代佛教地理研究》使用的数字与实际情况差距有多大。 

李映辉先生统计五台山唐前期与唐后期一样寺院都是 17 个，根据《诸山圣迹志》记载：“其台山

周围八百里，大寺十所，兰若五[十]六所，僧尼三千余人，圣迹极多，不可具述。” 这一记载还得到

其他文献的佐证，敦煌写本 P.4624《五台山赞》记载：“此山多饶灵异鸟，五台十寺乐轰轰。”《宋高

僧传》卷二十二《唐五台山善住阁无染传》：“时（贞观七年）有僧智君页为台山十寺都检校守僧长之初

也。”卷二十六《唐五台山华严院神英传》记载到“五台十寺”。另外我们还根据敦煌出土文献《印度

普化大师游五台山启文》巡礼的圣迹有华严寺、善住阁、王子寺、金刚圣窟、玉华寺、竹林寺、金阁

寺、法华寺、佛光寺、圣寿寺、福圣寺、文殊尼寺、清凉寺、万菩萨堂等，
⑨
这里仅仅记载五台山的

主要寺院，根据敦煌写本《五台山赞》记载五台山寺院有：华严寺、竹林寺、金阁寺、佛图寺、零溪

寺、法华寺、佛光寺、福圣寺、清凉寺、王子寺、维摩寺、天盆寺、天成寺、葱园寺、灵应寺、清凉

寺等，因此五台山有大寺十所，其他五十六所都是比较小的寺院，这与《广清凉传》记载的五台山有

寺院 72 所基本接近。佛光寺、圣寿寺、福圣寺见载于 S.397《往五台山行记》：“二十六日从建安尼院

起，至大贤岭饭，四十里兼过山，名思良岭。又到佛光寺四十里宿。二十七日夜见圣灯，一十八遍

                                                        
①
 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5-97 页。 

②
 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敦煌学辑刊》1988 年第 1、2 期合刊，第 70-85 页。 

③
 郑炳林《论〈诸山圣迹志〉的成书年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 年第 1 期，第 143—150 页。 

④ 图版请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   
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10-13 页。 
⑤
 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45-78

页。 
⑥
 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20 页)记载：“S.529（2）诸山圣迹志，向   

云失名行记。” 
⑦
 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201-233 页）记载：“五二九，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牒（五七）。纸背：失名行记（记峨眉山等，一

五一）”。 
⑧
 黄永武编《敦煌宝藏》第四册，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1995 年，第 304-305 页。。施萍婷《敦煌遗   

书目录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 年，第 18 页。 
⑨
 P.3931《印度普化大师游五台山启文》，录文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 315-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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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兼有大佛殿七间，中间三尊两面文殊、普贤菩萨。弥勒阁三层七间，七十二贤、万菩萨、十六罗

汉、解脱和尚真身塔、锁骨子和尚塔，云是文殊、普贤化现。常住院大楼五间，上层是经藏，于下安

众，日供僧五百余人。房廊殿宇更有数院，功德佛事极多，难可具载。二十九日从佛光寺起，至圣寿

寺，尼众所居，受斋食，相去十里。斋竟，又行十里至福圣寺，寺内（后缺）”
①
而李映辉的统计将一

般寺院与大寺混为一谈，统计又遗漏很多，根本不能反映五台山寺院规模的全貌。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出太原府唐前期寺院 21 所，唐后期 16 所，而《诸山圣迹志》记载太

原地区佛教规模时说：“从此（五台山）南行五百里至太原，都城[周]围卌里，大寺一十五所，大禅

[院]十所，小[禅]院百余所，僧尼二万余人。”如果将大禅院记作寺院，那么太原地区的寺院有 25

所，如果将小禅院记作寺院，有 120 多所。这一记载还可以同敦煌写本 P.4648《往五台山行记》相印

证：“二十四日卯时发行三十里南桥受供养，又行十里到太原城内，大安寺内常住库安下。二十五日

前衙参太傅。二月二十八下手画五台山图，二十九日长画至终。三月十七日巡游诸寺，在河东城内。

第一礼大崇福寺，入得寺门，有五层干元寺长寿阁，又入大中寺，入得寺门，有大阁，有铁佛一尊。

入净明寺，有真身舍利塔。相次城内游礼皆遍。又于京西北及正西山内，有一十所山寺，皆遍礼讫。

京西北有开化大阁，兼有石佛一尊。正西有山，有阁一所，名童子像阁，兼有石佛。（后缺）”
②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出汾州唐前期寺院 8 所，唐后期寺院 6 所，而《诸山圣迹志》记载仅

汾州抱腹山就有寺数十余个：“第二抱腹山，在太原[西南]二百里，此山同（周）围三百余里。大寺

十所，兰若卅余所，僧尼三百余人。崇岩蔽日，山奈谷崚云，水石清虚，松萝偃约。入山行十五里，即

上木梯五百余尺，俄有一寺，迥住岩，上下悬崖，各千余尺，悬空王相（像），真身见在。房廊屋宇

三百余间，并在岩中，天将（降）雨不湿。从此更沿铁索五百尺，方至平顶。上有十寺，接翼连甍，

情游物表。见虽岭峻，并有僧居。池上清边，王各界近，段（断）亡归路。寺前有一小峰，孤标赴

上，攀铁索遂达寺焉。至绝顶，四望山川，如观掌内。圣迹极多，[不]可具说。”抱腹山，又称介

山，亦称绵山。仅汾州之抱腹山就有大寺十所，兰若 30 所。由此推断唐后期汾州寺院远不止 6 个，

实际情况要比这多得多。 

唐河东道潞州，《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唐前期寺院 6 所，后期 3 所。根据 P.4648《往五台山

行记》记载：“十一日卯时起，行四十里到潞府城南李家受供养。二月十一日入城。十二日参使。延

唐寺常住院内安[下]。巡礼开元寺，内二塔，龙兴寺，有塔，广济禅院，延庆禅院，有二塔，普通、

楞严禅院，胜愿尼寺，上生尼[寺]。城内诸寺有七大藏经。十三日参王侍中，屋□□其妙供养。十四

[日]女弟子[□]氏施香一两，受[供养]。十五日天王院供养。”
③
这样五代初年潞州寺院有二所僧寺、

二所尼寺、四所禅院。这些寺院基本上都是唐代寺院。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唐河北道幽州唐前期和后期，寺院共有 10 个。《诸山圣迹志》记载幽

州寺院规模：“南行三百里至幽州，⋯⋯大寺一十八所，禅院五十余所，僧尼一万余人,并有常住，四

事丰盈。负论知识，担经并州。”另外幽州所属之盘山也是佛教名山，寺院规模也很兴盛：“第三盘

山，在幽州。寺院五十余所，僧尼一千余人。戒净纳拜，永为龙王。业行孤高，硕德盛弘侓席，兼济

                                                        
①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 312-313 页。 

②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 209-210 页。 

③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 309-3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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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至博学情爱十经五论，余余济济。重风光而拂照林牖，爱山水而附带烟霞。为儒学之宗师，作

众中之领袖。”幽州寺院与禅院合计 68 所，盘山佛教寺院 50 多所。二者合计幽州寺院最少也在 118

所之多。而《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的结果只占幽州寺院规模的十二分之一。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唐河北道定州佛教寺院唐前期 4 所，唐后期 2 所。而《诸山圣迹志》

记载定州寺院规模：“大寺五所，禅院八所，小[禅]院卌所，僧尼三千余人。四时讲唱，钟梵和鸣震

意，凡有所须，官中恭备。”大寺、禅院、小禅院合计 53 所。在《诸山圣迹志》的正面就保留有数通

定州开元寺归文牒，我们很难苟同李映辉先生的统计结果和研究结论。 

其次如河北道镇州，《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认为唐代前期有寺院 5 所，唐后期有寺院 10 所。

《诸山圣迹志》记载镇州佛教寺院规模：“南行一百廿里至镇州，管四州卅五县，其城[周]围卌里。

大寺一十三所，大禅卅六所，小[禅]院五十七所，僧尼五、七千余人。禅侓盛行，僧徒萧[肃]穆，园

林池沼，特异诸方，清寺清宫，不殊帝辇。王家葺理，三百余年；管内苍生，咸呼父母。绫罗匹帛，

故不外求，物产肥浓，田畴沃壤。”镇州佛教大小寺院将近 100 所，与李映辉先生统计相差很远。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邢州唐前期后期有寺院 1 所；魏州前期 1 所，后期 2 所；沧州前期寺

院 3 所，后期没有。而《诸山圣迹志》记载邢州“寺院卅余所，僧尼二千余人。”魏州“南行三百里

至业[邺]都，即魏府也。管七州五十余县，府城周围一百廿里。寺院大小一百余所，僧尼七千余人。

并于此处建国。土出绫罗，多丰黎（梨），平原峻陆，左右山川，商贾填便，不殊镇府也。”沧州“寺

院五十余所，尼僧二千余人。”李映辉先生统计河北诸州唐前期有寺院 57 所，唐后期由寺院 41 所。

而《诸山圣迹志》记载晚唐五代时期河北六个节镇拥有的寺院多少：明确记载作大寺有 36 所，寺院

80 所，寺院大小 100 所，大禅院 36 所，禅院 58 所，小禅院 97 所，共计 447 所，僧尼 32000 余人。

李映辉先生统计数字不足于实际状况的十分之一。李映辉先生将汾河流域的太原汾州作为寺院密集分

布带，而把河北六镇排除在外，有很大问题。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得出黄州唐前期寺院 1 所，后期没有，记载《诸山圣迹志》黄州寺院

规模：“西行二百里，至黄州，城周七、八里，寺院十余[所]，僧尼三百人。”鄂州属于江南西道，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唐前期有寺院 1 所，唐后期有寺院 2 所；《诸山圣迹志》记载鄂州寺院和

僧尼规模为：“西行二（三）[百]里至鄂州，城周卅里。住上江口，商侣便填，水陆居人三万余户，

寺院卅余所，僧尼二千余人。”《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洪洲唐前期有寺院 2 所，后期有寺院 12 所，

《诸山圣迹志》记载五代初期洪州寺院和僧尼规模为：“从此东南[行]一千二百里至洪州，城周五十

里，临大岸，水陆居人十万余户，寺院一百卅所，僧尼五千人，禅从（律）并行。已前钟令公葺理

时，水陆居人廿万户。近日残破，尚有十万余家。佛教大行，难过此郡。”根据这一记载晚唐钟传统

治洪州时期居民是五代的两倍，有二十万户，后经战争破坏仅剩余十万户，仍然保留 130 所寺院、僧

尼五千人的规模，应当肯定晚唐时期要比杨行密管辖时规模大得多。如果将洪州附近的庐山加在一

起，洪州地区的寺院和僧尼规模就十分可观了：庐山“寺院大小一百所，僧尼、道众二千余人。”《唐

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润州寺院唐前期寺院 28 所，唐后期寺院 20 所。从《诸山圣迹志》记载看，远

远不止这个规模，大约是 300 所左右：升州“即六朝圣地，即吴王孙权首建国也。后东晋、东魏、

陈、宋、梁武帝曾于此建都。城周五十余[里]，迥在平川，西北两面靠江，东南面是山。桑麻映日，

松竹千重，水石清宜，内多圣[迹]。志公灵悟，楼前真身，弥勒经台，云雀益寺，并今存在。直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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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身之寺，今遗禅院，现有僧。梁武建寺三百所，伽蓝基址，至今并在。”润州虽然没有记载寺院和

僧尼数量，但是记载李德裕建立的甘露寺道：“从此东行两日至折[浙]西，即闰[润]州也。李德裕所

建甘露寺，迥在湄山上。吴道子画迹，鲁班雕像此寺。盖何以知然，昔李太尉建寺成日，天下好画，

和壁移寺，海内名人，不迎自至。所以此寺，塑画□□诸寺，一千佛，五百罗汉，至今总在。”从一

个方面反映了润州地区佛教发展的盛况。衡州《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唐前期寺院 16 所，后期寺

院 25 所。《诸山圣迹志》记载衡州寺院和僧尼规模为：“衡州，城周十里余，寺院十余所，僧尼二百

人。”这里并不包括衡山在内。这也是《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唯一比《诸山圣迹志》多的州，《诸

山圣迹志》记载当时潭州佛教寺院与僧尼规模称“北行五百里至潭州，即湖南也。城周六七十里，有

十万余家。寺院百余所，僧尼万余人。”《诸山圣迹志》记载：“北行五百里，[至]荊南，城周廿余

里，寺院廿余所，僧[尼]千余人。”与《唐代佛教地理研究》荆州唐前期寺院 17 所、唐后期寺院 13

所略有出入。襄州属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李映辉先生统计襄州寺院唐前期寺院 25 所，唐后期寺院 3

所，而《诸山圣迹志》记载其寺院和僧尼规模为：“襄州，城周廿五里，寺院 50 所，僧尼千余人。”

比《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高出了很多。剑南道眉州，《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出来寺院规模，

唐前期没有，唐后期 2 所，根据《诸山圣迹志》记载仅峨嵋山寺院就有 50 余所：“俄[峨]嵋山，在嵋

州。其山周围五百里，寺院有 50 余所，僧尼 1000 余人。”岭南道新州，李映辉先生统计新州唐前期

有寺院 1 所，唐后期没有。《诸山圣迹志》记载仅罗浮山就有寺院十余所：“罗、浮二山，在新州。名

二，周围五百余[里]，寺[院]十余所，僧尼百余人。”只有嵩山寺院规模李映辉先生的统计与《诸山

圣迹志》记载接近，《唐代佛教地理研究》嵩山寺院唐前期寺院 6 所，后期寺院 7 所，《诸山圣迹志》

记载为寺院 6 所：“中岳山，在东京东南一百五十里。其山周围三百里。僧寺六所，道观六所，僧道

三百余人。禅律同居，威仪萧[肃]穆。山多圣迹，林木浮（扶）疏。实道人棲息之所，乃释子修行之

地。”华州，以有华山著称并得名，李映辉先生统计唐前期有寺院 1所，后期没有。 

还有很多州，《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统计是空白，如彬州，没有看到一个寺院。《诸山圣迹志》记

载寺院和僧尼规模：“郴州，城周七里余，寺院十余所，僧尼百余人。”作为边州经济不发达地区，仍

然有这样一个规模，足以补充李映辉先生研究之不足。 

我们从敦煌写本《诸山圣迹志》的记载看，唐后期的寺院分布区域，河东道以太原为中心北到五

台山南到汾州抱腹山；河北道以北部幽州、南部邺都为中心连接定、镇、邢的分布区域；淮南道以扬

州为中心沿淮河流域庐、黄等州；江南东道以浙西润州的上元县和浙东的杭州钱塘县为中心散状分

布；江南西道有洪州和江州的庐山、潭州为中心的点状分布，关内道没有记载，长安还是佛教中心，

关内“名山圣迹，不可具说。”虽然佛教很兴盛，寺院很多，地位可能有所下降。洛阳在佛教上的地

位仍然保留很高的地位，“圣迹极多，不可具说。”这一佛教寺院地理分布与李映辉统计得出的寺院分

布中心为的第一中心将与太原同等寺院数量的洪州、江州、幽州、邺都、镇州、潭州排除在外，放在

次一级中心，而寺院数量很小的衡州等却被放在第一大中心，有些欠妥。从《诸山圣迹志》记载看，

衡州就是放在次一级中心也有点勉强。我们非常佩服李映辉先生的大胆探索和计量方法的使用，但是

由于文献资料使用的欠缺，严重影响他的研究准确性，不能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作者郑炳林，1956年生，郑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李强，1970年生，郑州大学敦煌学研究

所博士。） 


